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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报刊与士林格局

———以戊戌湖南“新旧”分野为例

朱至刚
（厦门大学 新闻传播学院，福建 厦门 ３６１００５）

［摘 　 要 ］在戊戌时期，士绅阶层在维新建设中至关重要。在士林
中的既有地位高下，决定着参与者选择的优先次序。从事报业等文
化建设，能给当事人带来的收益主要是名望而非经济收益，而且对
名望的提升度亦有上限。但当学堂、学会、报刊渐次开办，连贯一气
后，却又在士林中形成了新的人脉体系和交往网络，对既有的交往
秩序、利益分配形成了潜在却强劲的冲击，进而引起了“新”与“旧”、
“前辈”与“后辈”之间的纠葛。湖南的维新建设属公共事业，举凡湘
绅，都有资格来干预。所以，在士林的交往规则中，两派之间的争执
并无明显的是非曲直，只能是以势相抗，愈演愈烈，最后两败俱伤，
从整体上折损了湖南绅界影响公共事务的资格与能力。在此过程

中，《湘报》既是“新派”掌握的斗争利器，又是促使矛盾不断升级、再无回旋的诱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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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何以报人皆新人

何以戊戌时期的精英报业，主持者皆系“新派人
物”？这在既往的报刊史叙事中，似乎不言自明：若
非维新中人，怎会接受报刊这种“新生事物”？与之
相应，举凡被界定为守旧的人物，对报刊的态度，通
常也被描叙为多方阻挠。然而，随着近年来研究的
推进，这种看法已不大站得住脚。①既然所谓“旧派”
人物，对报刊本无成见，甚至还颇为支持，为何却没
有亲身参与？须知王先谦在戊戌时期已退居林下，
不必如在任官员那样颇有忌讳，他又向来无利不图，
为何会放任后辈独占报业风光？②

其实，问题的要害，恰在“收益”和“前辈”。自甲
午至戊戌，全国上下咸与维新，种类繁多的新兴建设

在人力上常得借重当地士绅。同时，对于士绅而言，
也是获取收益的重要渠道。较之同等类型的内陆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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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仅以本文将论及的王先谦为例，光绪二十二年年底，他就曾以岳
麓书院山长身份，劝谕诸生阅读《时务报》，事见江标致汪康年函
（《汪康年师友书札》，第１册，第２５１页，上海古籍出版社，１９８６）。

当时在职官员的顾忌，可从黄遵宪光绪二十二年八月致汪康年、

梁启超函中看得比较清楚。“谓穰卿勿视为性命身心之学，谓卓
如当为敖前七伏，畏首畏尾，不敢为然。以吾辈三人计，弟身在
宦途，尤畏弹射，然公然明目张胆为之，见义则为，无所顾忌。”
（上海图书馆编：《汪康年师友书札》，第３册，第２３３５页，上海古
籍出版社，１９８６）。“敖前七伏”，当系典出《左传·僖公二十三
年》，“士季使巩朔、韩穿帅七覆于敖前，故上军不败。赵婴齐使
其徒先具舟于河，故败而先济。”覆通伏。原意是指伏兵七处。

黄遵宪显然是要劝汪康年、梁启超放开手脚，自己却要避嫌。本
文正文与注释中所及日期，均为夏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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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在湖南从事维新，又几无风险可言，时任湘抚的
陈宝箴对维新建设，不仅没有设置人为阻碍，还常动
用公帑支援。但湖南经济、文化水平本欠发达，能借
助的公共资源也数量有限。① 因此，官方支援，尤其
款项资助，势必成为想做番事业的湘士须全力争取
的对象。省内各地区的发展又很不均衡，在籍贯湘
士中的精英大多集中到岳阳—长沙—湘潭—衡阳一
线，省会长沙更是各色人等齐集于此。②

资源既然稀缺，又缺乏周旋空间，分配规则就显
得尤其重要。湖南的士林偏偏又是学术流派上纷繁
各异，几近平分秋色。既然在交往格局中，单就学术声
望，谁都不能“以理服人”，那就只能唯势是从。戊戌时
期，科举仍是持续性地批量造就士绅乃至高官的主流
路径。咸同以降，湘籍高官一度数量激增，但多是因军
功擢升，湘士在会试中的表现并未显著提升。③ 因此，
湘士虽盛极一时，较之江南、直鲁等传统科举重镇，
却难以为继，到了光绪二十年代，在全国范围内的影
响力出现了明显衰退。连带使得湖南本省也难以产
生新的精英人物和地方豪族，士林格局逐渐呈现出
板结趋势。④垂直流动不畅，导致利益分配格局凝
滞。既有的头面人物，长期保持、垄断优势地位。
在这样的局面下，甲申之后、戊戌之前，综合官

位、名望、资历而论，王先谦不仅是在籍湘士的领袖，而
且地位长期稳固。以往的相关研究常把视线集于在
时务学堂、南学会、《湘报》、保卫局，很容易得出在此期
间，“新派”暂时得势而“旧派”暂时失势。⑤但以湖南所
有维新事业为考察范围，不难看到“旧派”不仅也参与
了诸多项目，还始终掌控诸如宝善成制作公司、湘鄂通
轮等获利可能性最大的实业。而在可由本省人士出
任的公职中，岳麓书院山长地位最为崇高，从光绪二十
年（１８９４年）开始，王先谦在这个位置上稳坐了十年。⑥

既然湖南的维新建设大都依赖公帑，在名分上
属于公共事业。身为士林班首的王先谦自然能对是
否参与某项具体事务，拥有充分的选择优先权。其
他士绅，尤其是后辈中人，至少也不能和他发生直接
冲突。叶德辉就是典型的例子，他的学术流派与王
先谦原本不同，还曾在门人面前讥讽：“恒言阁学师
（王先谦）不出桐城古文范围，于经学有中年出家之
弊。”⑦但出于现实考虑，他始终跟王先谦关系极为亲
密。这种“前辈”与“后辈”的分量差异，在王先谦与
熊希龄在维新建设早期的交往中，也表现得相当明
显。在原先的规划中，时务学堂原本只是宝善成制

造公司附设的工艺学堂。光绪二十三年正月，湘绅
集议，准备由联名向两江总督刘坤一求援，请求从他
辖下的湖南盐政督销局每年拨付一万四千两白银作

为办学经费。事到临头，王先谦却又不愿意署名。

因此，赴宁见刘的差使就由熊希龄和蒋德钧负责，而
且使用的是时务学堂，而非宝善成公司的名义。⑧ 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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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笔者有限的阅读范围内，以王树槐在《庚子赔款》（中研院近代
史研究所，１９７４年）中所列数据，最能说明戊戌前后各省经济发
展水准的相对高低。据该书第１４０页所载，光绪二十七年，为筹
措赔款，中枢分配给湖南的任务和湖南自认数额分别是每年７０
万两和２０万两，分列内地１８个省份的第１１位和第８位（有５个
省份未报自认数额）。又据该书第１４８页，最后确定为６９．６万
两，在１８省中仅高于甘肃、新疆、广西、贵州、云南，不及江苏、四
川、浙江，和紧邻的湖北的一半。又据张朋园的统计分析，湖南
在光绪二十年前后，岁入约为３００万两，庚子以前尚略有结余，

但在分摊每年约７０万两赔款后，虽然开征多种税捐，仍从光绪
二十九年始，每年出现赤字５０多万两（张朋园：《湖南现代化的
早期历程（１８６０—１９１６）》，第２４８页，长沙，岳麓书社，２００２）。由
此可知，湖南在维新期间的机动财力，当不足每年２０万两。而
同一时期，湖北全省财政收入在每年７００万两左右（参见苏云
峰：《中国现代化的区域研究：湖北省（１８６０—１９１６）》，第２１８页，

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１９８７）。

以此时湖南士林中的知名人物，尤其是“新旧”两派骨干为例。

除叶德辉籍贯江苏，寄籍长沙外，王先谦、皮锡瑞、张祖同、毕永
年是长沙人，蒋德钧、张通典是湘乡人，谭嗣同、唐才常是浏阳
人，王闿运是湘潭人。籍贯相对偏远的樊锥（邵阳）、熊希龄（凤
凰）、邹代钧（新化），此时也都在长沙。

阳信生认为，以１８５０年庚子科为界，此前湖南进士约为每两科９
人，此后约为每科１１人，“可谓一时之盛”（阳信生：《湖南近代绅士
阶层研究》，第７３页，长沙，岳麓书社，２０１０）。但据朱宝炯编《明清
进士题名碑录索引》（上海古籍出版社，１９８０年）检索结果，从道光
二十年到咸丰十一年，共开１１科，取中进士３５３６名，其中湖南人２８
名，占到０．７％。从同治元年到光绪二十一年，共开１７科，取中进
士４５３７名，其中湖南人５３名，也是占到１．１％。

根据《清代职官年表》检索结果，同治四年（１８６５年），在任湘籍大
学士、尚书、侍郎４人、督抚１０人（总督６人，巡抚４人，除去曾国
藩身兼大学士和总督，共１３人）光绪二十年，仅有５人（侍郎２
人、总督２人、巡抚１人），且只有１人（刘坤一）系军功出身（钱实
甫编：《清代职官年表》，第６９６、１４７８、１４９３、１７０８、１７３４页，北京，

中华书局，１９８０）。

代表性观点见何文辉：《失势的精英及其反抗：戊戌前后湖南新旧
之争的政治学分析》，载《北京行政学院学报》，２００４（５）。

光绪三十年（１９０３年），岳麓书院改制为湖南高等学堂，才改由江苏
籍的陈庆年出任学堂监督。应该是改制以后，学堂是正式的官方
机构，作为在职官员，监督必须原籍回避。
《郋园学行记》，载《近代史资料》，第５７期，第１１９页，北京，中国
社会科学出版社，１９８５。该文向来被认为可能出自杨树谷、杨树
达兄弟。

周秋光编：《熊希龄集》上册，第５５页，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

１９８５。转引自周秋光：《熊希龄传》，第７３页，南昌，百花文艺出
版社，２００６。



绪二十三年四月，在熊希龄和蒋德钧的软磨硬泡之
下，刘坤一居然同意每年划拨七千两给湖南。此后
不久，跟王先谦向来亲密的张祖同却又提出要分出
一半，另设一所工艺学堂。站在熊希龄的角度，对王
先谦推诿在前，争利在后有所不满，自在情理之中。
但即便如此，他对王先谦仍处处礼让。就在光绪二
十四年六月，不得不撕破脸的时候，也得尊声“益吾
师”。①

较之矿务、交通、机械等实业部门，报刊、学会、
学堂等文化事业在经济上基本无利可图。例如《时
务报》，它的销售规模和运营绩效都居维新报刊之
冠。光绪二十二年下半年，共收入１８９５８圆暨１５８１
两，但全馆员工１５人，同期所得薪水只有２８９３圆。②

《湘报》的主要经费是来自湖南抚署提供的每月２００
两津贴，油水又能多到哪里？相形之下，由王先谦主
持的宝善成制造公司。光启动资金就有近６万两。③

自然，投身报业、学堂、学会，主持人在承受政治风险
的同时，也会获得名望的提升。然而，是否需要这样
的提升路径，却因人而异。此前，因投身报业而得文
名的莫过梁启超。但对他甚为推崇的黄遵宪、伍廷
芳、吴德潇、谭嗣同、陈三立等人，都还不在社会的最
顶层。下面这段文字出自王伯恭《蜷庐随笔》，常被
引用来说明梁启超受到的器重和礼遇。“当戊戌变
法之前，梁启超过武昌投谒，张令开中门及暖阁迎
之，且问巡捕官曰，可鸣炮否。巡捕以恐骇闻对，乃
已。定制钦差及敌体官往见督抚者，始鸣炮开中门
相迎，若卿贰来见，但开门而不鸣炮，余自两司以下，
皆由角门出入。梁启超一举人耳，何以有是礼节。
是时已有康梁柄国之消息，香翁特预为媚之耳。启
超惶恐不安，因著籍称弟子。”④但姑且不论是否属
实，按照当时惯例，举凡翰林院庶吉士到地方官署拜
会，因为并非直接属官，督抚纵然地位崇高，也必须
以客礼相待。纵然真有此举，也恰足说明梁启超在
他那里，分量也不过就是与新科翰林相若。王先谦
则早在同治四年就入了翰苑，累迁翰林院侍讲，光绪
六年（１８８０年）任国子监祭酒，光绪十二年（１８８６年）
更外放江苏学政，江苏人文荟萃，学政分量远过他
省。历数科名、资历、地位，王先谦在举国士林中都
是一流人物，通过投身维新提升名望，对他而言实无
必要。可以说，在光绪二十三年的王先谦那里，报刊
原本就是精力有限，难以兼顾的边角余料。熊希龄
在光绪二十年成为翰林院庶吉士的时候，仅有二十

四岁，在江南不足为奇，在湖南却凤毛麟角。加上为
人勤勉，做事周到，很快得到了湖南官绅各界格外推
崇，尤其是为陈宝箴所青睐、器重，堪称湖南“后辈”
中的顶尖人物。对王先谦而言，形同鸡肋的文化建
设，在他那里却既正好位份相符，又可自成局面。
纵观光绪二十三年的湖南情形，在士绅这个精

英群体中，以王、熊为各自代表，“前辈”与“后辈”分
任实业与文化方面的维新建设，实属共同生存的情
境、共同认可的规则使然并非“旧人”与“新人”原本
就存在路线差异。此时维新运动建设的具体方向和
任务分配，对于原有格局不仅并无结构性冲击，反而
会使 “新人”和“旧人”都能按照既有规则有所获益。

二、“新人”籍何成“新派”

光绪二十四年二月十五日，《湘报》终于面世。

在后人转述中，它俨然是戊戌时期最具革命性和战
斗性的报纸。其实，单就内容来看也并非如此。到
九月一日停刊为止，《湘报》共出１７１期，刊登论说９８
篇。此外，该报所设“南学会讲义”和“南学会问答”
两栏目，也能起到表达意见的效果。
据吴仰湘考定，南学会共开讲１３次，共４５人演

讲，《湘报》刊出了其中的２３次。⑤“南学会问答”共刊
出３７期，共有４５人发问５３次，答语则未署名。询问
者在提问时，大多详尽阐述了自己的看法，以及相关
依据，单篇多在四百字左右，倒不如说是在撰写短论
更为贴近。以上三类论说共１８０篇，在光绪二十四
年五月底，也就是“新”、“旧”两派公开失和之前，共
发表１５２篇，从所论的话题看，除８篇论及自然科学
和工艺，大多是在就事论事，具体探讨湖南维新建设
应如何展开、此前举措还存在哪些问题。
既然内容并非格外激进，为何《湘报》甫一出刊，

就成了众矢之的？自然是因为到此时，“新”、“旧”关
系已经激烈恶化。已经从事务分任蜕变成派系对
立。然而，双方关系何以在急转直下？此前研究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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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湘报》第１１２号，光绪二十四年五月二十七日，第１０６０页，北京，

中华书局，２００６。
《时务报》第十八期《丙申年五月至十二月支收实数开呈》，《强学
报。时务报》第１２４２页，中华书局影印本，１９９１年。

王先谦：《致陈右铭中丞》，见梅季标点：《葵园四种》，第８５４页，

长沙，岳麓书社，１９８６。

王伯恭：蜷庐随笔》，第９０页，台北，文海出版社，１９６６。

吴仰湘：《南学会若干事实考辨》，载《近代史研究》，２００１（２）。



是归因于地域观念，或是聚焦于“新”、“旧”中人学术
流派、维新设想等方面的分歧逐渐显现、不断激化。①

但若从士林既是由观念维系的共同体，也是分配利
益的结合体来看，也可有另一番图景。
追因溯源，时务学堂实际运作与原先设计之间

的巨大差异，实是其中关键。须知在当时的教育体
制中，“学堂”和“书院”的区别并不仅在名称与授课
内容，更重要的还在于培养的目的。学堂旨在培养
专才，书院却要孕育通才。② 在科举制度尚未废除，
且以经子之学为考试内容，制艺策论为考试科目的
情况下，身为专才就极有可能将与功名绝缘，社会地
位与上升空间远不及科第中人。如时务学堂真如此
前已有的船政、路矿、水师等学堂，对于岳麓、城南等
书院，并不构成竞争，反能聊为补充。因此，王先谦
开始对此也乐观其成。光绪二十四年六月，两派已
经失和，熊希龄在禀帖中历数王先谦、张祖同等人在
梁启超莅湘之初，曾建议 “须特加热闹，议于曾忠襄
祠张宴唱戏，普请各绅以陪之，其礼貌可谓周矣”。
叶德辉也对门人石陶钧说：“梁先生讲公羊，你无妨
从而学之。”③自然是要证明王先谦、叶德辉反复无
常。但仔细推敲，王、叶彼时对梁启超的态度，只能
说是热情接纳，还有些居高临下，叶德辉本身就是公
羊名家，“无妨”二字就更话里有话。实际上，入湘前
的梁启超，很少公开宣扬康门学说，在士林的公共视
线中，他还首先是新学、西学专才。
也许大出王先谦等人的预料，梁启超还未到湘，

就力荐韩文举、叶觉迈、欧榘甲来湘担任中文教习，
湘士中比他们更胜任经子之学的俯拾皆是，为何要
舍近求远，请来的又都是同门？当然，梁启超也曾解
释这是出于“分教习必由自行聘定，乃易臂使”，但唯
有同门，方能谐作？④除了人事配置，课程内容也与此
前设计大相径庭。以公帑设学堂，原是为传授西学、
实学，所谓“中文”、“西文”的区分只在通识性的基础
课程，重头本是此后的工艺课程。但梁启超却提出
要 “学分两种，一曰溥通学；二曰专门学”，溥通学为
经学、诸子学、公理学、中外史学及格算诸学之粗浅
者四门，“凡学生人人皆当通习”，这样才可以“欲兼
学堂、书院二者之长，兼学西文者为内课，用学堂之
法教之；专学中学而不学西学者为外课，用书院之法
行之”。⑤不难想见，出于前程考虑，相当部分学生会
选择接受书院式的教育。果然，在光绪二十三年八
月考入的头批５３名学生中，就有２１人选择了“外

课”。⑥此后，在梁启超的主持下，中文课程蔚然大宗，
不仅于工艺器物少有涉及，而且将大量时间用于宣
扬民权、平权等政治观念。如此运作，与其说是“学
堂”，不如说是另立了一所书院。可以想见，假以时
日，时务学堂，至少是其中书院部分的师生势必会在
湖南形成既受到主流社会认可的新兴群体，他们在
学缘上，与岳麓、城南毫无关联，却与万木草堂脉络
相承。这极有可能对湖南学界，乃至士林的利益分
配格局产生根本性的冲击。梁启超与蔡锷的关系，
不正奠定于此？这对王先谦等人在湖南士绅中的优

势地位，当然是虽然潜在，却相当严重的威胁。
康门弟子所以会大举入湘，又在公共场合如此

高调，的确大有所图。随着俄德在东北、华北的咄咄
逼人，新一轮外患高潮迫在眉睫。维新各派对地处
腹地，形势还颇有可为的湖南期望殷切，希望它能够
迅速开化，为国族保存一线生机，梁启超就是持这种
观点的代表人物。⑦在熊希龄、谭嗣同、唐才常那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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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这两种观点，分别以王尔敏：《晚清政治思想史论》（桂林，广西师
范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５）、罗志田：《思想观念与社会角色的错位：戊
戌前后湖南新旧之争再思———侧重于王先谦与叶德辉》（载《历
史研究》，１９９８（５））为代表。

谢丰在《从书院到学堂的三次变化》〔载《湖南大学学报（社会科
学版）》，２０１１（６）〕中认为从书院到学堂，这不仅仅有教育机构名
称的更替，也包括以学习西方为重要特征的传统教育内部各要
素的近代转化，还包括了从传统松散的、与科举分途的教育组织
机构到建立合科举为一途的近代国家教育系统的三重变化，对
笔者启发甚大。

熊希龄：《上陈中丞书》，《湘报》第１１２号，第１０５９页，北京，中华
书局，２００６。

梁启超：《致陈三立、熊希龄书》，转引自丁文江、赵丰田：《梁启超
年谱长编》，第９４页，上海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３。

梁启超：《时务学堂功课详细章程》，见李华兴、吴嘉勋编：《梁启
超选集》，第５３—５８页，上海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４。

数据来自李玉：《湖南时务学堂学生人数考》，载《近代史研究》

２０００（２）

另据来自康有为的说法：“因陈右铭之有志，故令卓如入湘。以
湘人材武尚气，为中国第一；图此机会，若各国割地相迫，湘中可
图自主。以地在中腹，无外人之交涉，而南连百粤，即有海疆，此
固胶旅大变而生者。诚虑中国割尽，尚留湘南一片，以为黄种之
苗。此故当时惕心痛极，斟酌此仁至义尽之法也。卓如与复生
入湘，大倡民权，陈、黄、徐诸公听之，故南学会、《湘报》大行。湘
中志士于是斐然发奋，人人种此根于心中，如弟所云是也。”（康
有为：光绪二十七年《致赵日生书》，转引自丁文江、赵丰田：《梁
启超年谱长编》，第９４页，上海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３）当然，根据康
有为的一贯作风，此说未必全然可信，比如说按皮锡瑞的说法，

谭嗣同回湘是因为受张之洞派遣促办铁路轮船（皮锡瑞：《师伏
堂未刊日记》，载《湖南历史资料》１９５８年，１９５９年），但却可以解
释为何除了梁启超外，其他康门弟子也会入湘。



以湖南为基地，“文明排外”的构想颇受认可。①熊希
龄身为学堂总办，却未对康门子弟有所抑制，主要原
因也正在于此。梁启超到湘后，和熊希龄、谭嗣同意
气相投，上通黄遵宪，旁联黄自才、张通典、唐才常，
又与接踵回湘的皮锡瑞，身在江宁的蒋德钧声气相
通，再加上陈宝箴的器重，的确形成了在湖南士林中
虽然新兴，却声势显赫的“志士”群体。既以“以湘救
国”为共识，对内日益亲密，对外门户日深。就连同
属维新阵营的邹代钧都难以忍受，抱怨“鄙人为时务
学堂事，竟与谭、熊为深仇，谭虽得保而去，熊则仍据
此间，动辄以血流成河为言，且形同无赖，似难与计
较”。②

时务学堂的诸般举动，却又是在湖南所有士绅
的视线范围内。既然“新人”以如此姿态，渐成“新
派”，无论是出于身为湘士的地域心态，身为既得利
益者的现实需要，还是学术品位，其实未必守旧的湘
中“旧人”自然亦复聚合。光绪二十四年正月，梁启
超离开湖南，时务学堂的教学内容和激进倾向却一
仍其旧。但此时“新”、“旧”虽已各自成派，却还没有
公开失和。在“旧派”那里，诚然是缺乏发难的借口，
也是因为“新派”崛起对他们的威胁毕竟还只是潜
在，而非迫切。在“新派”那里，不仅力量还有不足，
而且与乡贤前辈公开对抗，也超过了士林交往规则
所允许的范围。例如熊希龄就曾受教于岳麓书院，
跟王先谦有师生名分。因此到光绪二十四年年初，
“新”、“旧”两派之间还没有发生过以群体为单位的
公开冲突。该年二月初一，在“新派”主导下，成立了
南学会，“旧派”既不参与，亦不反对。③

《湘报》的出现，却打破了局势的平衡。到目前
为止，《湘报》在各个时期的具体发行数字还无从确
定，但从间接材料可知，每期印数在五六千份左右。
出于扩大阅读面，《湘报》不仅售价低廉，还试图在穷
乡僻壤免费张贴。④ 按每份三人传阅计，《湘报》的读
者也至少有一万五千人。以当时的文教状况而言，
其中绝大多数应是散布于全省各地。反过来看，这
也覆盖到全省正途士绅的三分之一左右。⑤ 随着《湘
报》的延续，“新派”人物的社会知名度自然会出现上
升，社会地位与影响力也会随之提升。这种提升对
熊希龄、谭嗣同来说，也许只是锦上添花，但对作为
整体的“新派”，却并非如此简单。
据笔者粗略统计，《湘报》刊登的１８０篇论说出

自１００位作者。除康有为（１篇）、梁启超（３篇）、洪文

治（１篇）、徐勤（１篇）、陈宝箴（２篇）、李维格（１篇）、

黄遵宪（２篇）外，其余１６９篇出自９３位湘士。从科
名看，这９３位湘人，在光绪二十四年以前，只有熊希
龄、曾广钧两人是进士。从官位看，除曾广钧曾任广
西知府、谭嗣同是候补知府以外，其余人等也均无官
衔，而且谭嗣同也是未得实缺的捐班。从乡绅的角
度看，除了谭嗣同，其他人等也并非出身于地方豪
族。可以说，除了熊希龄、曾广钧、皮锡瑞、谭嗣同，

至多再加上已颇有文名的唐才常和樊锥，其余的８７
位作者都还是士林中的低端人物。在既有的以官
位、功名、资历为尺度的差序格局下，对于公共事务，

他们基本上不具备发言的资格。然而，《湘报》的出
现，却使他们获得了纵论省事乃至国事的机会。

《湘报》论说的作者之多、篇数之分散、多数作者
地位之低、地域之集中。在与《时务报》的对比中，体
现得更加明显。加上改名后的《昌言报》，《时务报》

共出７９期，刊登论说１０２篇，共出自３１位作者，其中
发文３篇以上的，共有梁启超（３９篇）、汪康年（１３
篇）、麦孟华（６篇）３人、陈炽（署名瑶林馆主，３篇）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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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例如，熊希龄在与皮锡瑞、谭嗣同等人集议时认为“此一二年内，

西人未必窥湖南，将来诸事办成，民智开通，或可冀起不来，即来
而我属文明之国，不至于受其鱼肉”（转引自皮锡瑞：《师伏堂未
刊日记》，载《湖南历史资料》第４辑，第１２５页，１９５８）。虽然这次
集议是梁启超已经离开湖南的光绪二十四年闰三月初四，但是
从熊希龄等人此前的作为来看，“文明排外”应该早被他们认可。
《邹代钧光绪二十四年六月致汪康年函》，见《汪康年师友书札》，

第３册，第２７４７页，上海古籍出版社，１９８６。

王先谦曾在《《复吴生学兢》中提到，在南学会开办初期，“学堂、

学会，先谦皆曾到场。以学堂系奉旨建立，学会则中丞殷殷注
意，随同前住，然皆仅到一次。因先谦事忙，并非有所避忌而不
往也。”（转引自李和山：《王先谦学术年谱》，苏州大学２００７年度
博士学位论文，未刊）又据熊希龄《上陈中丞书》提到，“南学会开
讲之日，王益吾师又与龄言谓张雨珊深诋，此事（电灯）嘱以后不
必相约”（《湘报》第１１２号，北京，中华书局影印本，第１０５９页，

２００６），可见王自己说曾莅临南学会场，其言不虚。

发行量数字来自辛文思《〈湘报〉与〈湘学报〉》（中国社会科学院
新闻研究所《新闻研究资料》，１９８２（３））。另据《湘报》第２９号登
载含邮费在内，湖南各地订购本报的价格（《湘报》，第２３１页，中
华书局影印本，２００６）。其中包括宝庆、永州、岳州、郴州、澧州、

益阳、湘乡、湘潭、洪江、平江、衡州、常德、沅州、辰州各地，覆盖
了湖南全省的大部分地区。以宝庆府为例，售价每张制钱７文，

根据《湘报》自己刊登的物价表，当时米价约为每石３０００
文左右。

据张仲礼的统计，太平天国战争以后，湖南具有文生员及以上功
名者，当保持在３５４６９人左右（张仲礼：《中国绅士：关于其在十
九世纪中国社会中作用的研究》，第１６８页，李荣昌译，上海社会
科学院出版社，１９９１）。



到了总篇数的５９％。前三名都是《时务报》报馆人
员，陈炽是在任军机章京，汪康年是进士，梁启超虽
然以文而名，毕竟也是举人。《湘报》刊登的１８０篇
论说中，发文３篇以上的，共有唐才常（１３篇）、皮锡
瑞（１２篇）、谭嗣同（９篇）、杨子玉（５篇）、樊锥（５篇）、
熊崇煦（３篇）、黄熙敬（３篇）、曹典球（３篇）、黄颂銮
（３篇）、周骥（３篇）９人，总共只占到篇数的３２％，他
们大多不是报馆成员，其中只有皮锡瑞是举人，而且
他主要以学术知名。
除了转刊的南学会演讲以外，在其他论说作者

中，只有康有为（１篇）、熊希龄（２篇）２名进士、梁启
超１名举人（３篇），康有为和梁启超各有１篇是转
载，出自熊希龄的２篇，首先是向陈宝箴呈上的禀
帖，都不是为《湘报》撰写的专稿。从署名上来看，
《湘报》的１８０篇论说有１７９篇是实名发表，而《时务
报》（含《昌言报》）的１０２篇中，至少有１３篇使用的是
匿名或者化名。① 《时务报》的论说作者来自湖北、湖
南、江西、浙江、福建、江苏、广东、京师８个内地省份
和美国。《湘报》论说的作者，集中在江西、湖南、广
东、浙江４个省份，湘人占到了作者人数的９６％，总
篇数的９８％。由以上情况，可以看到相对于《时务
报》，《湘报》的论说作者具有远为鲜明的地域性、基
层性色彩，表达机会也更分散和均匀。《时务报》在
全国范围内，只造就了梁启超，提升了汪康年。《湘
报》是在湖南一省，让众多士林中的基层分子得到了
被社会关注的机会。
然而这一“众多”，较之士人总数，依然极为稀

缺。毋论童生，通省生员就不下３万，何以仅８７人
能得到这样的机会？② 果真就是见识、文采高出同
侪？对照《湘报》论说的作者、南学会会员、时务学堂
师生这三份名单，就可见其中端倪。被《湘报》登在
头版的论说共有９８篇，除１篇未刊作者姓名，其余

９７篇共出自３６位作者，除去康有为、梁启超、徐勤、
洪文治、唐才常、熊希龄、樊锥、曾广钧８名“著名作
者”，２８名“非著名作者”中，至少有郑宝坤、黄颂銮、
张伯良、蔡艮寅、曹典球、谢功肃、向振翔、向佐周、贺
嵩寿、许崇勋、杨昌济、辜天佑、江跃龙１３人是时务
学堂的学生。③ 此外，南学会会员戴德诚、何来保、毕
永年、罗棠、周会昌、熊崇煦也名列其中。在“南学会
问答”中，藉提问而立言，更是会员专利。由此可见，
是否时务学堂和南学会的成员，是否与“新派”的关
系亲近，是能否在《湘报》上发言的关键因素。《湘

报》对此也毫不讳言，在刊出学堂课稿的同时，公开
宣示：

　　以上均系时务学堂头班学生所作课卷，外
课生约得五十馀篇。前三月间，本拟登报（国闻
报例天津学堂学生课卷皆登报），因各学生年幼
气盛，恐反长其骄满之习。特抑之而不，各学生
勤苦向学之诚实，近来学堂所稀有。自去年九
月考取，所作文字不过粗通（原卷尚在学堂），及
十一月入堂后，中间年假、事假、节节延搁，每人
读书之功计日只得一百二十馀天，而猛进如此，
深可嘉也。且西文尤比中文为胜，头班学生现
巳读文法书矣。湖北某学堂，自去年五月开学
至今，尚不及此学堂头班学生之捷。两两比例
自知虚实，独惜变故，忽乘铁，为德不卒。湖南
办事在人之先，成事居人之后。气运如此，夫复
何言？现因报馆迁徙对门，须十五日方能出报，
以后学生文字，逐日续登，以供众鉴，特此声
明。④

这段文字刊登于六月二日，正是《湘报》因为官方停
止资助，暂且停刊的前夕。其情可悯，但字里行间，
对本省人士和外省同行的自负却相当张扬。再从论
说的倾向来看，只有第５２期“南学会问答”栏所刊陈
其殷的两则短论，对办学、办会的宗旨略有责难。也
就是在当期的答语中，就被数落了一顿，《湘报》把它
们刊登出来，与其说是各抒己见，不如说是树个靶子
来批驳。须知时务学堂和南学会自从开办以来，就
颇受争议，《湘报》的内容倾向是否与士林的意见状
态相符，实在很成问题。
既然学会、学堂和《湘报》使用的都是全省公帑，

就理应是全省公器。然而以熊希龄、谭嗣同、唐才常
为中枢，却连贯一气。学会、学堂组成的写作群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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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它们分别是《中日之战六国皆失算论》（瑶林馆主，第１０期）、《近
代政教之原》（某君，第６３期）、《崇实论》（琼河庄客，第６７期）、
《论阴扰新法之害》（读有用书室主人，第６７期）、《愤言》（海藏楼
蒿目居士、第６８期）、《俄人国势酷类强秦论》（瑶林馆主，第１８
期）、《贵私贵虚论》（瑶林馆主，第１８期）、《上某观察书》（某洋员、

第２８期）、《炮台新制》（求在我者、第３１期）、《枪不杀人》（（求在
我者、第３０期），另有《中国缠足一病实阻自强之机并肇将来不
测之祸说》（第３５期），署名为黄鹄生，是真名还是化名，待考。

参见前页注③。

参见李玉：《湖南时务学堂学生人数考》〔载《近代史研究》，２０００
（２）〕所列名单。
《湘报》第１１６号，第１１０７页，北京，中华书局，２００６。



可以为报刊稳定地提供大量而同质的稿件；报刊可
以为学会、学堂的言论和意见，提供其他传播方式难
以企及的传播速度和传播空间。可以想见，稍假时
日，以熊、谭、唐等“后辈”聚合而成的“新派”为中心，

势必形成人数众多，观念一致的共同体，在湖南士林
中，重塑新的人脉网络，这对全省读书人，乃至全省
社会权势结构造成的影响岂可小看。交往结构的这
种重塑趋势，自然会进一步威胁到已和“新派”貌合
神悖的“旧派”。

三、以报馆为承载的“新”、“旧”党争

然而，较之学会和学堂，《湘报》既是公开出版，

发行数量与覆盖范围亦复可观。如果存心要拿报刊
内容来作为寻衅切口，证据不但易得，而且还确凿。

况且“新派”在《湘报》上所发的议论也颇有授人以柄
之处。例如光绪二十四年三月初八，易鼐撰写的《中
国宜以弱为强议》在《湘报》上赫然面世。该文提出
四项主张：一、西法与中法相参加；二、西教与中教并
行；三、民权与君权两重；四、黄人与白人互婚。目睹
这番言论，就连陈宝箴也是震惊之余委托欧阳中鹄
转告熊希龄此言“过于偏激，惊世骇俗，非处士所宜
言”。① 但“新派”同仁既图存心切，又未能体会陈宝
箴、欧阳中鹄曲意维护的用心，反而跟陈氏父子发生
了公开冲突，这就给 “旧派”创造了机会。

光绪二十四年五月二十二日，十位湘绅联名向
陈宝箴呈送《湘绅公呈》，要求另委中文总教习，并指
名道姓地点出了韩文举、叶觉迈、樊锥、易鼐等人，要
求将他们逐出时务学堂。按照署名先后，他们的情
况见下表１。②

表１
姓名 官位 功名、科次
王先谦 国子监祭酒、致仕 进士、同治四年
张祖同 举人、同治六年
叶德辉 吏部主事、请假在籍 进士、光绪十八年
刘凤苞 云南补用道、致仕 进士、同治四年
孔宪教 在籍候补道 进士、光绪十二年
汪槩 进士、光绪六年
蔡枚功 户部员外郎、在籍 进士、光绪六年
黄自元 宁夏知府 进士（榜眼）、同治七年
严家鬯 华容县教谕 举人、同治三年
苏舆 拔贡、光绪二十三年

　　此着厉害之处，就在于抢先使用了“湘绅”名义。

由上表可知，不管动机如何，这十人的地位和资历，

的确可代表湖南士绅。既然时务学堂是湖南通省的

公共事业，他们当然有资格公开表达意见。何况此
时梁启超已经在京被委以官职，中文总教习也确实
需要另有聘任。还在接到公呈前的两日，陈宝箴就
已经免去了熊希龄的学堂总理之职。五月二十六
日，熊希龄联合黄膺、戴德诚等人，也呈上《公恳抚辕
整饬通省书院禀稿》，目标直指王先谦。正如“旧派”
有资格干预时务学堂，同样也是湘绅的熊希龄等人，
也有权过问同为公共组织的书院。
单就公启和禀帖内容来看，诸如此类的相互攻

击，历来并不鲜见。如果仅以这样方式来表达意见，
毕竟还是士林高端的内部争斗。须知公启与禀帖都
是以抚署为呈送对象，传播范围相当有限，能够直接
看到的人为数不多，而且，有资格看到的人士，往往
既对个中来龙去脉不至一无所知，又与当事人有些
瓜葛，不大可能仅凭各自的一面之辞，来认定事件的
面目和曲直。在这样的交往状态下，即便把话说得
再激烈，也未见得就能对事态进展产生多大影响，时
过境迁后，关系未尝不可修复，即以湘士前辈为例，
在左宗棠和郭嵩焘之间，就曾发生类似事件。但与
此前故事不同，此时“新派”掌握了报刊这种虽然新
出，却已开始改变交往格局的媒介。不待陈宝箴做
出回应，《湘报》就在次日将《禀稿》全文刊登。二十
七日，又跟进刊出熊希龄所撰《上陈中丞书》，以坊间
传言的“学堂不应该请粤人为分教习”为由，历数
“新”、“旧”两派的纠葛恩怨，痛斥王先谦、张祖同、叶
德辉跟自己处处存心为难，事事出尔反尔，并公开表
示已经对王、张、叶的心术深为怀疑，“此后龄若死于
非命，必王益吾师、张雨珊、叶焕彬三人之所为，即以
彼命抵偿焉可也”。③

此前，王先谦诚然因为颇多微行颇遭议论，但被
如此抨击，却是首次。更重要的是，是被拉到公开发
行的报刊上斥责痛骂。诚如前揭，《湘报》的读者为
数众多，其中的绝大多数，既是士林中的基层分子，
对争议的前因后果、当事人的为人处事，并不见得就
跟圈内人既大体明了，又各有立场；但同时却又毕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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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前睹易鼐所刻议论，骇然汗下，亟告秉三收回，复嘱其著论救
正，此外所刻亦常有矫激，迭经切实劝诫。近来始无大谬。”《陈
宝箴光绪二十三年闰三月二十三日复张之洞电》，见中国史学
会：《戊戌变法》，第２册，第６０９页，上海人民出版社、上海书店，

２０００。

叶德辉编：《翼教丛编》，卷五，台北，文海出版社影印本，１９６７。
《湘报》第１１２号，北京，中华书局影印本，第１０６０页，２００６。



是读书人，在各自所在的小地域、小范围内，也是具
有一定社会地位和公信力的意见领袖。这样一来，
在全省士林中，王先谦等人的公共形象当然倍
受打击。

“旧派”的应对也算及时，叶德辉立即出资将《湘
绅公启》刊刻散发。但《湘报》却是当时全省唯一公
开发行的日报，相形之下，私下刻发的揭帖不仅在发
行范围上难以企及，公信力也远为逊色，还难保不在
散布流传中发生变化。果然，坊间很快开始流传掺
杂进污言秽语的版本。①如此赤裸裸的人身攻击已经
超过了士人身份所能容许，“新派”立即借势反击。
虽然未必如他们一口咬定，始作俑者就是向来甘为
前驱的宾凤阳，但“旧派”也实在拿不出令人信服的
证据来加以否认。陈宝箴看到篡改版本的公启后，
也勃然震怒，严令宾凤阳到署受询。既然无论如何
难以撇清关系，王先谦也只能硬着否认，并以辞去山
长作保。虽然不了了之，“旧派”的名誉却大受损伤，
在陈宝箴面前再难挺直腰板。体察个中形势逆转，
关键正在于就社会覆盖和组织程度而言，“新派”和
“旧派”运用的传播工具，根本就不在同一个档次。
较之《湘报》的堂堂之阵，“旧派”所用传播手段临时
随意，在公共宣传中根本无法做到步调一致，言责明
晰。从这个意义上讲，《湘报》确是“新派”在失去了
学堂，南学会也名存实亡之际，在党争中既是唯一，
却也强劲的“利器”。
但“旧派”受创却不等于“新派”收益。报刊这一

“利器”固然锋芒莫当，自身存续却需有充分保障。
《湘报》却正缺乏充分且自主的经济来源，全靠抚署
每月津贴的２００两才能维持运转。果然，“新派”刚
开始在报端痛陈快垒，陈宝箴就明令熊希龄交出报
馆，《湘报》不得不在六月初二自动停刊，虽然在六月

十五日一度复刊，但已是抚署的机关报。可以说，经
过这番内耗，“新”、“旧”两败俱伤。如果要在戊戌年
的湖南党争中找一个赢家的话，截至光绪二十四年
八月，只能是代表国家的陈宝箴。
综而言之，在戊戌时期的湖南，《湘报》首先是作

为维新建设的门类，才能在士绅主持下调用公共资
源得以出现。因为在初始阶段，它能给主持者带来
的现实收益，并不为士林前辈所需，所以才会由后辈
精英分任。然而，随着报刊活动公开、广泛而持续地
展开，作为新的传播工具，《湘报》在并无竞争对手的
情况下，却又逐渐改变了湖南士林，尤其是为数众多
的底层读书人的交往状态和聚合方式，构造了新的
名望赋予机制，进而对既有的权势格局造成了强劲
的冲击。在民间与官方资源都相对匮乏的湖南，这
既开启了社会交往状态的重构趋势，又成为士绅党
争的诱因和承载。
社会学家格兰诺维特（Ｍａｒｋ　Ｇｒａｎｏｖｅｔｔｅｒ）曾以

“镶嵌”（ｅｍｂｅｄｄｅｄｎｅｓｓ）的隐喻来描绘经济行为既深
度依托社会结构，又会显现出强烈的自主性，乃至于
影响社会结构本身。②根植于戊戌湖南“新”、“旧”分
野、流变，本文对《湘报》面相的研判，亦可说明在既
有的社会格局下，新交往工具的引入和作用，在某种
程度上也具有如此机理。

（责任编辑：周 奇）

①　据王先谦在《再致陈中丞》中转述，该版本添加的内容大致是说

时务学堂教习不端，择堂中弟子文秀者，身染花露，肆行鸡奸。

梅季标点：《葵园四种》，第８６７页，长沙，岳麓书社，１９８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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